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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语: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生活水

平明显提高，发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逐渐显现，中国开始走向一个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阶

段①。在过去的两年里，生活质量研究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耦合程度在不断增强。生活质量研

究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然将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活质量研究的决策价值越发凸显，深入考察影响生活质量的

各种因素及作用机制也显得越发重要。

本期专栏中有两篇论文是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2012 年数据的基础上完成的，对

教育和婚姻家庭对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刘晓陵等人的文章借鉴教育对工资回

报率的计算方法和工资分解法，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运用多元回归估计教育回报率; 李凌

等人的文章探讨了不同婚姻、生育状况下两性主观幸福感的差异。而邢占军和张泉的文章则

以整体网核心边缘理论为分析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考察了社区类型对老年人主观幸

福感影响的机制，并以研究发现为基础，提出了提高有效交往时间、培育共同经历、消除社区

散点老人交往障碍等政策建议。颜玉凡和叶南客的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对居民文化生活

质量改善中的资源依赖与组织认同问题进行了研究。这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生活质

量与社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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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主观幸福感关系: 基于教育回报率分析

刘晓陵 赖新蓁 文剑冰

( 华东师范大学 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摘要］ 为了探究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以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 CGSS) 数据为基础，借鉴教育对工资回报率的计算方法和工资分解法，以主观幸福感为因变

量，运用多元回归估计教育回报率、比较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并进一步对结果产生的原因

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 ( 1) 教育能提升主观幸福感，且收入是两者的不完全中介变量; ( 2)

就幸福感而言，教育回报率不存在性别差异，但教育程度从小学及以下水平提高到初中、高职

技校和大专水平时，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对男性而言有所补偿; ( 3) 当教育程度继续提高到

本科及以上时，这种补偿效应消失。部分原因在于，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加认同出门工作的

观念与其面临的工作和高于男性的家务负担之间形成了冲突，从而降低了主观幸福感。

［关键词］ 教育; 主观幸福感; 教育回报率; 收入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7］02－0091－09

一、相关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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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教育、收入与性别差异

于国家而言，教育是立国之本。于个体而言，教育能改变命运，这是因为通过教育，个体能够获得谋生立

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智慧潜能。来自经济学领域的诸多研究证明，个体的教育程度与其从事的工作和收入

水平均有明显正相关关系。另外，教育还能够帮助个体做出更明智的婚姻决策，教养子女的方式也更佳; 受

教育越多，个体越有耐心，目标定向越强，风险行为越少①。

但是教育离不开资金和时间的投入。除了政府或其他办学机构的投入，家庭或个人或多或少同样需要

付出。通常情况下，接受的教育越多，投入就越大。因此，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其实是一项重要的投资。经

济学领域用教育回报率这一指标来度量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教育回报率是指在剔除了工作时间、

工作经验、性别、个人能力、职业、行业与所有制等因素的影响后，就业者每增加 1 年教育所获得的收入增长

率②。基于这一指标，学者们热衷于对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进行比较。国内外一些研究均发现教育回

报率存在性别差异，且女性的教育回报率高于男性③。众所周知，女性的收入总体上比男性低。原因一方面

可能是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差异，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性别歧视。因此女性的教育回报率更高，其原因可能在

于教育不仅仅提高了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还减少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但是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并不

是固定的。高梦滔等发现，在低收入群体中，女性拥有更高的教育回报率，但在高收入群体中则是男性拥有

更高的教育回报率④。原因或许在于女性不仅仅在同行业中存在同工不同薪的显性性别歧视，还存在着难

以进入高端行业的隐性性别歧视⑤。彭竞利用 2006 年 CGSS 的数据计算了无性别歧视下的两性行业分布情

况，并与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发现男性确实比女性更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并且随着行业的进入门槛与收入

水平的提升，女性的教育回报率下降⑥。

可以看出，教育回报率是刻画教育与收入关系很好的指标，并能在比较性别差异上发挥作用。

( 二) 教育与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 Subjective Well－Being) 是指个体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⑦。主观幸福感

受到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者的共同关注，众多研究都发现教育、失业、婚姻、环境、健康以及基因等诸多因素

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影响。

在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上，多数研究业已证实，两者之间存在正向相关⑧。此后的研究更多关注教

育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作用机制，以期对正相关关系做出合理解释。研究发现，收入可能在教育与主观幸福

感的关系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20 世纪 80 年代，一项关于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元分析研究发现，职业地

位对两者的关系有一定影响，因为控制了职业地位之后，教育程度和幸福感之间的相关程度就会降低⑨。大

量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揭示，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受到收入高低的影响，收入是两者之间的中介变量。

Ｒoss 等分析了美国的两个代表性调查数据，发现教育能提高收入，并且提供了生活的控制感、巩固社会关

系、提供社会支持，最终能提高个体的主观生活质量及幸福感瑏瑠。黄嘉文对 2005 年 CGSS 数据进行分析，发

现在控制收入变量后，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正相关程度减小瑏瑡。西班牙的一项研究则显示，教育对幸福感的

影响存在两个通道: 一个是通过影响收入和劳动状况来影响幸福感; 另一个通道可能与自信有关瑏瑢。以上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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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均为收入是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变量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但是，另有一些研究陆续发现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关系并不一定显著，甚至有研究报告为负相关①。

一项基于中国城镇居民抽样调查的研究亦发现，在控制收入变量后，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反而越低②。

更有意思的是，基于澳大利亚家庭收入和劳工动态调查( HILDA) 的两项独立研究得到的结论却并不相同:

一项研究发现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为负③; 而随后的研究发现，当模型引入年龄变量后，受教育程度更

高的人，幸福感可能更高④。

至此，笔者认为依然有必要继续澄清两个问题: 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究竟呈何种相关? 收入是否在二者之

间起到中介作用?

( 三) 主观幸福感的男女差异

迄今为止，尽管有相当多的研究认为，男女主观幸福感的差异不大，但尚未得到普遍一致的结论。首先，

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表现并不完全相同⑤。在一项世界范围内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

异研究中，有研究者利用 85 个国家自 1981 年到 2009 年的数据，对男性和女性的幸福感进行比较，发现在其

中大约 71%的国家中，女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男性; 而在剩余 29%的国家中，男性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女性，

其中包括中国⑥。其次，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在不同年龄段的表现也不同。有研究者利用 1981 年到 1999

年的世界价值调查( World Values Surveys) 数据，对 122 个国家的代表性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年轻人群中，

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 而在 45 岁到 54 岁人群中，男女的幸福感差异消失了; 高于 54 岁人群中，男性则超

过女性⑦。再者，在同一地区，不同年代的男女幸福感差异也可能不同。美国总体上，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和

生活满意度从 1970 年代开始下降，这与女性地位的提升趋势相反。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女性的幸

福感高于男性，但是至少从 90 年代后期开始，女性报告的幸福感低于男性⑧。

中国对幸福感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研究对象主要为老年人、大中学生和教师等特殊群

体⑨。对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也基本是集中于这几类人群，所得的结果并不一致。如凌东山等发现西南

地区女性大学生的总体主观幸福感显著高于男性瑏瑠; 而郑雪则发现广州市大学生的幸福感不存在性别差

异瑏瑡。

至此，笔者不禁要问，在地幅广阔的中国，男性和女性的主观幸福感是否有差异? 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由前述可知，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仅能提高女性的绝对收入水平，还可能减少工资性别歧视。而同时，教育不

仅能提供高收入，还可能会改变传统的性别观念，促进性别平等环境的形成。在中国社会，女性在许多方面

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对女性而言，教育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可能会高于男性。这或许是解释幸福感性别差

异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仍有必要研究在考虑收入的前提下，教育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究竟如何? 教育对

男性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相同? 原因何在?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以往的研究一般通过回归分析或相关的方法来量化描述教育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经济学领域用教育

回报率度量教育与收入的关系，采用的统计方法也是回归，两者在方法上实际是一致的。再者，既然教育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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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被视为一项投资，收入是教育的回报，那么同样可以把个体的主观幸福感也视为教育的一种精神上的、非

物质回报。因而可以把教育回报率的估计从收入拓展到主观幸福感上，由此而来，不仅可以用教育回报率直

接度量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还能用之进一步比较男性和女性在此指标上的差异，检验教育带给他们的

影响是否相同。另外，根据已有的研究，教育会影响收入与幸福感，收入可能作为教育与幸福感的不完全中

介变量。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决定采用教育回报率来解析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H1: 教育会提高主观幸福感，且收入可能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H2: 就主观幸福感而言，教育回报率存在性别差异。

为了探究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本研究借鉴教育对工资回报率的计算方法，首先运用多元回归估计

教育对幸福感的回报率; 其次比较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并对所得结果产生的原因作进一步推敲，具体技

术路径是借鉴 Neumark 提出的工资分解法①，对估计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方程进行分解，推导过程简述如下:

主观幸福感的回归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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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主观幸福感得分，因变量向量;

β———回归系数向量;

X———自变量向量;

ε———残差项;

t———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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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ε i = 0 ( 4)

则Yf =Xfβ̂ f ( 5)

Ym =Xm β̂m ( 6)

Ym－Yf =Xm β̂m－Xfβ̂ f = ( Xm－Xf ) β̂* +Xm( β̂m－β̂* ) +Xf( β̂* －β̂ f ) ( 7)

其中，和分别表示男女各种特征( 即回归方程中出现的变量) 的平均值矩阵，和表示男女各特征估计系

数的矩阵，是利用总体样本估计出来的系数。可以看出，公式( 7) 实则将男女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分解成三个

部分: 第一部分是男女因为在所研究诸特征上的差异而引起的幸福感差异，第二部分表示男性幸福感相对总

体的优待部分，第三部分表示女性幸福感相对总体的亏待部分。后两个部分相加之和，代表的是所研究的男

女诸特征差异无法解释的部分。

本研究数据来自 201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 。CGSS 采用入户方式，对 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共 5946 名中国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个人与家庭基本信息、主观幸福感、家庭性别角色、文化

消费等几个部分。剔除缺失值后，总共有 5332 份数据可用。

三、数据分析

( 一) 变量选取与测量

1．因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的对数。2012 年 CGSS 含有两个主观幸福感的数据来源: 其中一个来源

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一道题测量，每名被调查者在调查期间一共做了两次回答; 另一个来源采用了《中国城

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 SWBS—CC20) 进行测量②。对两个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结果进行信度检验，发现

SWBS—CC20 的可靠性具有明显优势，故本研究选用 SWBS—CC20 测得的数据进行分析。该量表包含 10 个

维度的体验，分别为知足充裕、心理健康、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自我接受、身体健康、心态平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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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葛玉好、赵媛媛:《工资分解方法之述评》，《劳动经济评论》2009 年第 1 期。
邢占军等:《中国幸福指数报告( 2006—20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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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适应、家庭氛围。每个维度 2 题，每题按照 1—6 分进行评分，总分 120 分。初步分析发现，2012 年 CGSS

中，全体被调查者的主观幸福感均分为 85．93 分，意味着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是较为幸福的。

本研究模仿明瑟方程，将测得的幸福感得分取对数，作为方程的因变量①。

2．自变量与测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教育程度、收入、家庭性别角色观、社会关系、个人和家庭基本信息，测量方法具体

如下:

( 1) 教育程度。这是本研究最重要的自变量。本研究将教育程度的原始数据转化为五个等级: 将小学

及以下教育水平设置为变量“小学以下”，初中教育水平设置为“初中”，高中、职高、技校、中专均设置为变量

“高职技校”，大学专科( 成人高等教育) 和大学专科( 正规高等教育) 设置为变量“大专”，大学本科( 成人高

等教育) 、大学本科( 正规高等教育) 、研究生及以上设置为变量“本科及以上”。此外，考虑到教育扩招的因

素，使得扩招前后的学历含金量有所不同，因此拟用 2002 年进入就业市场的毕业生作为分界线②，设置成二

分变量，扩招前为 0，扩招后为 1。

( 2) 收入变量。由于收入原始数据分布差距悬殊，且成正偏态分布，因此拟取其对数，以降低离散程度。

为保留零收入人群，本研究在原始数据基础上全部加 1 后再取对数。

( 3) 家庭性别角色观念。随着教育的普及，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观念正在被改变。而这样的观念转变

可以让更多女性追求事业、更加独立，同时减轻了男性养家的压力，因此家庭性别角色观念可能会对幸福感

有影响。“家庭性别观念”变量采用问卷中 M 部分中 M1 和 M2 的题目。其中 M1 的第 1 题、第 5 题，M2 中的

第 1 题，三题采用反向计分。每题 1—5 打分，所有题目得分加起来代表的是家庭性别观念的得分，得分越

高，代表观念越开放，越支持女性走出家庭工作。

( 4) 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包括婚姻关系、家庭关系、朋友关系、邻里关系等，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

素之一③。而社交程度的好坏则是社会关系优劣的一个反应指标。同时，高社会地位的人能得到更多的资

源、更高的收入，更被人所尊重。因此，社会地位也是本研究需要考虑的因素。“社交程度”变量采用问卷中

生活方式部分的第 A31a 和 A32b 两道题目进行计算，每题 1—6 打分，两题得分相加后反向计分。社交程度

得分越高，代表个人的社交频率越高。“社会地位”变量采用问卷中阶级认同部分的第 A41a 题的得分，分数

越高，代表自我认同的社会地位越高。

( 5) 地区。不同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生活环境存在差异。为平衡该差异，本研究依照前人研究的方法④，

将地区合并为东、中、西三个位置。以“中部”为参照，设定两个虚拟变量: 东部，西部。

( 6) 年龄。年龄对主观幸福感也有影响，且年龄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而是呈现正 U 型，

中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得分最低⑤，因此回归方程通常会同时控制年龄与年龄平方两个变量。本研究中，年龄

的原始数据太过分散，因此采用年代变量，将每 10 年归为一个年代，使数据更加集中。此外，年代变量与主

观幸福感的关系曲线大致呈现 U 型，因此本研究方程中控制了“年代”“年代的平方”两个变量。

( 7) 婚姻和孩子。婚姻状况和是否有子女对幸福感也有影响，因此本研究将两个因素都作为回归方程

的控制变量。其中“是否有孩子”变量中，将有孩子设置为 1，没有孩子设置为 0。CGSS2012 中具有七种不

同的婚姻状态，分别是:“未婚”“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离婚”“分居未离婚”“丧偶”。初步

分析发现，最后三种状态的主观幸福感平均分趋于一致，且人员数量较少，因此本研究将他们合并为“婚姻

不幸”。本研究以“婚姻不幸”为参照变量，设置 4 个婚姻状态虚拟变量。

( 二) 回归分析

1．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教育回报率的估计

为了估计教育回报率，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并设计了两个略有差别的模型。模型 1 中，自变量除

59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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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邓敏婕:《教育回报率估算方法及近期国内主要研究结果》，《经济视角旬刊》2012 年第 2 期。
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 CGSS2005 的实证分析》，《社会》2013 年第 5 期。
段建华:《主观幸福感概述》，《心理科学进展》1996 年第 1 期。
黄嘉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与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 一项基于 CGSS2005 的实证分析》，《社会》2013 年第 5 期。
Frijters P，Beatton T． The mystery of th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appiness and 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2012，

82( 2) : 525－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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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程度，还考虑了地区、年代、性别、家庭性别角色观念、社会地位、社交程度、婚姻状态、子女情况。在模

型 1 的基础上，模型 2 的自变量引入了收入( 对数) 。结果详见表 1。根据模型 1 所得的结果可知，在平衡了

其他因素后的平均教育回报率为 1．7%，且随着教育程度提高，幸福感也会显著提高( t = 9．89，p = 0．00) 。模

型 2 中增加了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教育回报率下降为 1．4%( t = 8．20，p = 0．00) 。运用多元回归进一步分析教

育与收入的关系，结果发现，教育水平越高，收入越高( t = 7．04，p = 0．00) ，详见表 2。

表 1 教育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β t B β t B β t
常量 4．291 274．163＊＊ 4．269 268．770＊＊ 4．269 268．345＊＊

东部 ．004 ．016 1．024 ．001 ．005 ．338 ．001 ．005 ．348
西部 －．014 －．043 －2．951＊＊ －．015 －．046 －3．180＊＊ －．015 －．046 －3．180＊＊

年代 －．046 －．526 －7．243＊＊ －．050 －．577 －7．948＊＊ －．050 －．577 －7．942＊＊

年代的平方 ．007 ．577 6．932＊＊ ．007 ．626 7．526＊＊ ．007 ．626 7．520＊＊

性别 ．011 ．041 3．127＊＊ ．006 ．021 1．568 ．006 ．021 1．567
扩招前后 －．010 －．028 －1．190 －．009 －．026 －1．089 －．009 －．026 －1．081

未婚 ．007 ．013 ．547 ．013 ．026 1．050 ．013 ．026 1．066
同居 ．032 ．023 1．692 ．031 ．023 1．655 ．031 ．023 1．664

初婚有配偶 ．037 ．111 5．902＊＊ ．037 ．112 5．999＊＊ ．037 ．113 6．007＊＊

再婚有配偶 ．035 ．039 2．724* ．037 ．041 2．851＊＊ ．037 ．041 2．855＊＊

是否有孩子 ．022 ．050 2．182＊＊ ．024 ．055 2．393* ．024 ．055 2．391*

社交程度 ．004 ．090 6．847＊＊ ．003 ．089 6．762＊＊ ．003 ．089 6．758＊＊

家庭性别角色观 ．002 ．051 3．799＊＊ ．002 ．046 3．457＊＊ ．002 ．046 3．468＊＊

社会地位 ．020 ．201 15．246＊＊ ．020 ．198 15．093＊＊ ．020 ．199 15．093＊＊

教育程度 ．017 ．151 9．885＊＊ ．014 ．128 8．199＊＊ ．014 ．127 8．144＊＊

收入对数 ．005 ．099 7．074＊＊ ．005 ．099 7．082＊＊

教育程度* 性别 ．001 ．004 ．348
Ｒ 0．34 0．35 0．35
Ｒ2 0．12 0．13 0．13

0．12 0．01 0．00
df 15，5316 1，5315 1，5314
F 46．916＊＊ 47．517＊＊ 44．722＊＊

注: 1． * p＜0．05，＊＊p＜0．01，下同。2． 因变量为主观幸福感对数。

以上结果说明，教育回报率在幸福感上也是成立的，且收入是教育和幸福感关系的不完全中介变量。

表 2 教育程度与收入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B β t P
常量 4．80 14．48 0．00
东部 0．63 0．11 7．10 0．00
西部 0．22 0．03 2．24 0．03
年代 0．98 0．52 7．34 0．00＊＊

年代的平方 －0．12 －0．49 －6．06 0．00＊＊

性别 1．20 0．21 15．85 0．00＊＊

扩招前后 －0．19 －0．03 －1．10 0．27
未婚 －1．39 －0．13 －5．19 0．00＊＊

同居 0．19 0．01 0．47 0．64
初婚有配偶 －0．10 －0．01 －0．73 0．47
再婚有配偶 －0．33 －0．02 －1．19 0．23
是否有孩子 －0．44 －0．05 －2．08 0．04*

社交程度 0．01 0．02 1．19 0．23
家庭性别角色观 0．05 0．05 3．67 0．00＊＊

社会地位 0．06 0．03 2．23 0．03*

教育程度 0．56 0．24 15．88 0．00＊＊

Ｒ 0．39
Ｒ2 0．16
Df 15，5316
F 6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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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分别估计了男性和女性的教育回报率，发现两者的回报率均为 1．3%，意味着从整体来看，男女

似乎没有差别。考虑到男女的主观幸福感在不同教育程度上的表现或许并不完全一致，本研究继续运用多

元回归进一步分析了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即模型 3。结果发现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并不显

著，详见表 1。

此外，本研究还对五种教育程度分别进行了方程分解，结果见表 3。表 3 中，五种教育程度对应的主观

幸福感上的男女总差异，小学及以下和本科及以上相对较大，而中间的三种教育程度对应的幸福感差异则减

少一半左右。这说明，当教育程度从小学及以下水平提高到初中、高职技校和大专水平时，幸福感上的回报

率对女性而言相对男性而言有所补偿; 但当教育程度继续提高到本科时，这种补偿效应却消失了。

表 3 中，可解释部分的比例代表方程内所有自变量对男女幸福感差异的解释比例。在小学以下、大专和

本科以上三种教育程度上，可解释部分为正，表示在个人特征变量上，男性的幸福感高于女性; 在初中和高职

技校两种教育程度上，可解释部分为负，表示女性的幸福感高于男性。仅在大专和小学以下两种教育程度

上，个人特征变量对男女幸福感差异的解释程度较大。而在其他教育程度上，尤其是本科及以上水平，未被

方程考虑的其他变量可能更影响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

表 3 五种学历人群的男女幸福感回归方程分解结果

小学以下 初中 高职技校 大专 本科及以上

值 % 值 % 值 % 值 % 值 %

可解释部分 0．008 63% －0．001 －31% －0．002 －35% 0．004 82% 0．002 14%

不可解释部分 0．005 37% 0．006 131% 0．008 135% 0．001 18% 0．009 86%

总差异 0．013 0．005 0．006 0．005 0．011

此次分析尽管未发现明显的教育回报率性别差异，但却发现教育程度从小学及以下水平提高到初中、高

职技校和大专水平时，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对男性而言有所补偿; 当教育程度继续提高到本科及以上时，这

种补偿效应消失。

3．教育回报率性别差异的原因探究

由上可知，教育程度提高到本科及以上时，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对男性而言的补偿效应不复存在了。这

可能是女性的家庭性别角色观、家务劳动以及工作之间产生了不协调所致。例如，欧洲的一项研究发现，如

果妻子在家庭中承担了过多的家务劳动，她们的幸福感会显著低于其他妻子。并且相对于兼职妇女或者家

庭主妇而言，过多家务对每周工作 30 小时以上的妻子的负性影响更大①。为了验证这一推测，本研究首先

以教育程度作为自变量，家庭性别角色观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表中的结果显示，随着教

育程度的提高，家庭性别角色观念越开放( t = 11．91，p= 0．00) ，且性别和教育程度的交互作用显著( t = －3．29，

p= 0．00) ，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更加接受出门工作的观念。

此外，以每周家务时间为因变量，性别和教育程度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 删除缺失值后剩 5303 个变

量) ，发现虽然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务时间会减少( F4，5299 = 40．50，p = 0．00) ，但是性别和教育程度存在交

互作用( F4，5299 = 9．07，p= 0．00) 。

而且，对五种教育程度男女各自的家务时间进行统计，发现不论教育程度如何，女性的家务时间总是高

于男性，详见图 1。进一步进行简单比较可以发现，五种教育程度的女性，其家务时间均显著高于男性( 从

“小学及以下”到“本科”分别为 F1，5299 = 314．59，p = 0．00，F1，5299 = 241．10，p = 0．00，F1，5299 = 121．28，p = 0．00，

F1，5299 = 21．73，p= 0．00，F1，5299 = 5．97，p=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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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家庭性别角色与教育程度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B β t B β t B β t
常量 2．74 8．16 0．00＊＊ 2．80 8．31 0．00＊＊

东部 0．57 0．10 6．43 0．00＊＊ 0．56 0．10 6．33 0．00＊＊

西部 0．25 0．04 2．53 0．01* 0．25 0．04 2．53 0．01*

年代 0．01 0．01 0．09 0．93 0．01 0．00 0．04 0．97
年代的平方 －0．02 －0．09 －1．08 0．28 －0．02 －0．09 －1．04 0．30

性别 －0．41 －0．07 －5．30 0．00＊＊ －0．41 －0．07 －5．29 0．00＊＊

扩招前后 0．22 0．03 1．30 0．19 0．21 0．03 1．23 0．22
未婚 －0．04 0．00 －0．14 0．89 －0．08 －0．01 －0．30 0．77
同居 0．15 0．01 0．36 0．72 0．11 0．00 0．27 0．79

初婚有配偶 0．10 0．02 0．75 0．45 0．08 0．01 0．63 0．53
再婚有配偶 0．21 0．01 0．78 0．44 0．20 0．01 0．74 0．46
是否有孩子 －0．37 －0．04 －1．76 0．08 －0．37 －0．04 －1．75 0．08

社交程度 －0．03 －0．04 －2．88 0．00＊＊ －0．03 －0．04 －2．84 0．00＊＊

社会地位 0．03 0．01 0．91 0．37 0．02 0．01 0．76 0．45
收入对数 0．05 0．05 3．67 0．00＊＊ 0．05 0．05 3．49 0．00＊＊

教育程度 0．43 0．19 11．91 0．00＊＊ 0．44 0．19 12．13 0．00＊＊

教育程度* 性别 －0．20 －0．04 －3．29 0．00＊＊

Ｒ 0．26 0．26
Ｒ2 0．07 0．07

0．07 0．00
df 15，5316 1，5315
F 25．41＊＊ 24．54＊＊

图 1 男女家务时间和教育程度折线图

以上结果说明，随着教育程度的提升，女性更加认可出门

工作，但是本科及以上高学历的女性要面临工作与家务

两方面的劳动压力，而男性在家务方面的投入远小于女

性，因此高学历女性的幸福感反而会降低。

四、讨论

( 一) 教育确实影响着主观幸福感

首先，本研究先验证了教育在幸福感上也存在回报。

与前人研究不同，考虑到有成人教育的情况，本研究没有

采用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教育程度的指标，而是选择将不

同学历分成等级变量。此外，本研究的回归方程中还加

入了社会地位、社交程度和家庭性别角色观念的变量，较

之国内以往的研究，更加全面地探讨了这个问题。

其次，本研究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分两步验证了收

入作为教育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教

育通过两条路径影响主观幸福感一条是通过影响收入水

平进而间接影响幸福感; 一条是对幸福感有直接的提升

作用。这与西班牙 2012 年的一项研究结果相似①，但与罗楚亮的结果不同②。罗楚亮研究所采用数据的收

集时间与本研究有差异，且其研究中考虑的自变量较少，主观幸福感为二分变量进行计分，以上原因可能导

致其结果与本研究不一致。

根据目标理论，生活有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产生自我效能感。而实现目标需要个人行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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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教育、收入、参与工作的机会等，这些都是实现目标的必要因素①。从整体来看，在考虑了性别、年龄、地

区等因素之后，教育能提高收入，并且能让人过得更加幸福。

本研究得到的教育回报率指标的数值并不高，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只考虑了绝对教育和收入水平，而未

涉及到社会比较下的相对教育和收入水平。已有研究发现，在转型国家里，收入比较与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

的关联。当人们发现自己不如父母成功时，他们的幸福感会下降，并且下降水平远高于他们发现自己比父母

成功时的幸福感提升水平②。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调查研究有必要增添社会比较方面的内容，以便进一步

考察相对和绝对的教育、收入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更全面地探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 二) 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

本研究借鉴工资回报率的研究方法，对教育回报率的男女差异进行了考察，尽管最终未发现明显的性别

差异，但却发现教育程度从小学及以下水平提高到初中、高职技校和大专水平时，女性的教育回报率相对男

性而言有所补偿。这或许说明，教育在减少男女主观幸福感差异方面可能存在一定作用。

本研究还发现，当教育程度继续提高到本科及以上时，这种补偿效应消失。经过进一步分析，发现其原

因在于高学历的女性更容易面临家庭性别角色观念与工作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冲突。具体来说，传统社会推

崇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但随着教育的普及，且国家保障了女性的受教育权利，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劳动市

场，教育对传统的家庭性别角色产生了冲击。本研究发现，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性别角色观念会越来

越开放，高教育程度的人更加支持女性出去工作。这可能是因为教育让人们更加宽容地面对不同的选择，让

更多的人接受男女在家庭分工中可以有着与传统不尽相同的角色定位。同时本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对男

女的观念改变是不同的，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女性比男性更接受出门工作的观念。这可能是因为受过高等

教育的女性更容易进入就业市场，因此也就更能接受女性工作的观念; 而反之，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更愿意接受自己依附家庭，从而更加赞同传统观点。然而，在教育程度改变观念的同时，同等学历人群中女

性的家务时间仍然远远高于男性，即便是高学历的女性也不例外。高学历的女性相比学历更低的女性而言，

更可能面临工作、家庭双重压力，而且现实与观念的冲突可能导致内心更大的不满，因此高学历女性的幸福

感反而会下降。

( 责任编辑: 陆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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